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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技术正以势不可挡之势改变着全球各法域的

经济图景、社会互动及治理结构。以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为代表的前沿系统，具备了批量产出高度逼

真文本、图像、音频及视频的能力，在赋能全行业颠覆性创

新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与伦理问题。围绕虚

假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侵权、数据隐私保护、误导消费者以

及侵权责任归属等核心议题，各国政府纷纷未雨绸缪，重新

评估既有的法律框架能否有效御防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衍生风

险。 
 
当前，马来西亚正处于人工智能规制的过渡阶段。与某些已

颁布专门人工智能立法的法域不同，马来西亚迄今主要依赖

现行行业法律与政策驱动型治理工具的结合，以规制人工智

能相关活动。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NAIO）的设立，彰显了

马来西亚在释放人工智能创新红利的同时，强化国家层面统

筹治理的决心。在此背景下，拟议中的《人工智能治理法

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Bill）标志着马来西亚朝

建立涵盖人工智能整个生命周期的综合法定监管框架迈出重

要一步。 
 
在不断演进的监管格局下，关于未来可能施加于人工智能开

发者乃至用户的法定义务范围，正引发诸多疑问。其中日益

受到关注的议题之一，便是是否应当引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的强制性标签标注机制，以提升透明度与问责制。本文旨在

探讨马来西亚现行适用于人工智能的法律框架，审视拟议中

《人工智能治理法案》的预期角色，并评估在马来西亚新兴

的人工智能规制体系中，纳入强制性标签标注义务的潜在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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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现有人工智能的法律框架 

 
目前，马来西亚尚未制定一部专门规管人工智能技术的统一法条。然而，根据不同活

动性质及其所涉及的风险，现有多项法律实际上已适用于人工智能系统相关活动。这

些法律共同构成了规管人工智能部署的基础监管框架。 
 
知识产权法在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领域尤其重要。《1987 年版权法令》（Copyright Act 
1987）旨在保护文学、艺术、音乐及其他独创性作品，而这些作品极易被用作人工智

能模型训练的基础数据。全球范围内已出现关于未经授权使用受版权保护材料作为训

练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权属归属的问题。在马来西亚，版权执法主要由国内

贸易及生活成本部（KPDN）依据《1987 年版权法令》负责，而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

（MYIPO）则负责行政及注册职能。因此，现有知识产权法无论在何种技术环境下，

均继续适用于人工智能相关活动。 
 
数据保护法同样在涉及个人信息的人工智能应用中发挥关键作用。《2010 年个人数据

保护法》（PDPA 2010）明确规制了知情同意、目的限制、信息披露、安全保障措施及

数据处理实践等核心法定义务。因此，任何涉足个人数据收集、处理或加工的人工智

能系统，均须严格履行合规义务。同理，当人工智能技术被嵌套入数字平台或网络空

间时，网络安全法及通讯领域的专门立法亦同步产生管辖效力。 
 
消费者保护法进一步为商业环境中因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所产生的误导或欺骗行为提供

法律保障。《1999 年消费者保护法令》（Consumer Protection Act 1999）禁止虚假陈述

及不公平商业行为，其适用范围亦可涵盖以足以误导消费者有关内容真实性或来源的

方式展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情况。 
 
上述现有法律框架说明，人工智能活动在马来西亚并非完全处于无法律规管的状态。

然而，仅依赖各个部门法进行规管，可能导致监管碎片化及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尤其

是在风险同时涉及多个不同领域时更为明显。人工智能技术往往同时牵涉数据、知识

产权、消费者保护及伦理等多个层面，因此更加突显建立统一治理框架的必要性。 
 
认识到人工智能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马来西亚已推出多项政策措施，以引导人工智

能的负责任发展及应用。《2021 年至 2025 年国家人工智能路线图》（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admap 2021–2025）提出多项策略重点，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

行业采用人工智能，以及培育相关人才。在此基础上，科学、工艺及创新部（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亦发布《国家人工智能治理与伦理指南》

（National Guidelin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and Ethics），以鼓励负责任地开

发及部署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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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南》提出了公平、公正、可靠、安全、私隐、包容、透明、问责及促进人类福

祉等原则，并强调政策制定者、开发者、部署者及最终使用者等不同持份者所应承担

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该《指南》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性质属于软法工具，主

要通过鼓励自愿遵循的方式，在促进创新的同时推动良好治理。 
 
马来西亚目前采取以自愿治理为主的模式，反映出政府认识到人工智能仍属于持续发

展的技术领域。较具弹性的监管方式有助于产业在治理框架成熟前继续进行创新及实

践。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日益广泛，而相关风险亦愈趋明显，仅依赖自愿原则，

未来未必足以应对复杂的法律及伦理挑战。 
 
《人工智能治理法案》的出现 
 
拟议中的《人工智能治理法案》是马来西亚首次尝试建立覆盖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的

综合性法定监管框架。政府声明显示，该法案预计将引入风险评估、透明度要求、合

规措施及审计义务，以确保人工智能的负责任开发与部署。 
 
至关重要的是，该法案预计将采用风险导向型分类框架，据此使监管义务与特定人工

智能应用所涉及的风险等级相适应。此种路径契合了国际监管趋势，即对低风险、中

度风险与高风险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进行区别规制。 
 
该立法还旨在回应与人工智能训练过程相关的法律及伦理关切，包括未经授权使用受

版权保护的数据。尽管该法案并不取代现行的知识产权法，但其作为一项上位治理框

架，旨在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全生命周期的问责制。 
 
政府官员的发言进一步表明，该法案将纳入涉及合规事件报告、伦理监督以及公民权

利保护等机制。目前，该立法正处于早期起草阶段，预计在颁布前将进行利益相关方

磋商与国会审议。报告显示，提交国会辩论的推进工作可能于 2026 年中期左右开

展。然而，其发展历程已释放出明确信号，表明马来西亚正致力于从政策驱动型治理

向具可执行力的法定强制义务转型。 
 
监管推动因素及综合治理的必要性 
 
环顾全球，监管机构在管理人工智能部署风险方面面临诸多挑战。涉及滥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工具（包括制作有害或非法内容）的个案，已引发监管当局的干预。与此同

时，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围绕人工智能系统引发的知识产权与著作权归属问题，已爆

发了重大诉讼。例如：Bartz et al. v. Anthropic PBC: 在人工智能模型在海量训练过程

中，大肆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文学作品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核心争议；Thaler v. 
Perlmutter  等案件，充分证明了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日益增长的法律不确定性。此类争

议突显了仅依赖现行法律进行事后被动执法的局限性，并强调了建立更为清晰的治理

框架的必要性，以具备在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内应对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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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系统具备大规模且愈发逼真地生成输出内容的能力，从而放大了潜在的危

害。若缺乏前瞻性的治理机制，执法行动恐仅能于损害发生后方可介入。因此，建立

综合性治理框架对于在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内系统性应对风险至关重要。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之强制性标签标注 
 
在人工智能监管的大背景下，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实施强制标签制度，已成为备受

关注的透明化机制。所谓标签制度，是指要求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生成或实质修改的内

容，必须向用户作出明确披露。披露方式可能包括可见通知、元数据标识或嵌入式技

术标记。目前，多个司法辖区已开始推行类似透明义务：中国针对境内深度合成服务

出台了严密的平台显著标识要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将披露与标识义务列为核心

条款；美国部分州针对特定情境下人工智能生成或篡改内容的识别要求。 
 
强制标识制度的法理基础与制度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点，包括提升数字生态的透明

度，确保公众在消费数字内容时能够准确评判其真实性与可信度、减少商业交易市场

以及公共舆论环境中的欺诈、误导风险、协助监管机构与司法机关精准识别、固定涉

嫌违法有害内容的生成源头与传播路径。 
 
从法律角度而言，强制披露制度能与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知识产权法产生协同

效应。例如，当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用于广告或商业陈述时，如未披露其人工智能属

性，可能会导致公众对作者身份或真实性产生误导。因此，透明度义务能够在不根本

改变现有法律原则的情况下，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然而，强制标识制度在落地中仍面临如下挑战。当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源自境外管辖区

域，或检测技术尚不完善时，将导致执法困境。合规负担亦可能对资源有限的小型组

织造成不利影响。此外，若将义务不加区别地施加于低风险应用，过度宽泛的监管要

求恐将面临扼杀创新的风险。 
 
将强制标识制度纳入马来西亚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若马来西亚未来引入强制标签义务，将其纳入拟议中的《人工智能治理法案》之中，

可形成更统一且协调的监管方式。基于风险的框架可使披露义务集中于高风险情境，

例如政治传播、新闻传播或商业广告，而对低风险应用则采取较轻监管。 
 
为确保制度之有效性，违反强制性标签标注义务的行为应当被定性为行政/监管违规行

为（Regulatory Offence），并处以相应的法律惩戒。引入具有执法震慑力的法律后果，

将同时发挥惩戒与彰显政策导向之功能，表明透明度义务绝非仅具倡导性，而是构成

了规制人工智能部署的宏观问责框架之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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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界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划分亦属必要。鉴于马来西亚通信与多媒体委员会

（MCMC）对数字通信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拥有的现行法定职权，有关网络内容相关

义务的监管职责尤其可划归其管辖范畴。然而，当涉及特定行业问题（包括消费者保

护或知识产权关切）时，仍需与其他相关主管机关协同配合。 
 
此外，制定技术标准对于确保跨平台的统一性与互操作性不可或缺。政府机关、行业

利益相关方与技术提供商之间的通力合作，对于开发具备可行性的落实机制至关重

要。过渡性措施与合规指引可协助中小企业达成合规标准，避免造成不当负担。 
 
公众举报机制可进一步强化执法效能，允许个人向监管机构通报涉嫌违规的人工智能

生成内容。此类机制将在促进公众参与维护清朗数字环境的同时，为监管监测提供有

力支持。 
 
结论 
 
马来西亚的人工智能规制路径，正经历从依赖现行行业法律及自愿性政策框架，向构

建综合性法定治理体制的演进。拟议的《人工智能治理法案》在确立贯穿人工智能全

生命周期问责义务的同时，保留了现行法律的适用性，堪称一座重要里程碑。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强制性标签标注，应当被置于此宏观规制背景下进行审视，而非

作为一项孤立的干预手段。透明度义务或能增强公众信任、支持负责任的创新，并与

现行的法律保护相得益彰。然而，仍需进行缜密的制度设计，以平衡监管目标与实际

可行性及创新之考量。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演进，马来西亚迎来了构建融法律确定性、伦理责任与技术

进步于一体的规制框架之契机。将透明度机制与风险导向型规制有机结合的连贯治理

路径，有望使马来西亚在负责任人工智能治理领域树立区域典范。 
 
 


